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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可以在呈现国民

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从 1927—1931
年浙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中可见，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

城乡分布上亦极不均衡; 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和金华、衢州

等相对落后地区又表现各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不能

一概而论。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这也成为国

民党党部尤其是落后地区党部嵌入地方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发达

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后地区; 受“强人政治”的影响，浙江落后地区的地方党

部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处于强势。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发

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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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24 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南方各省先后建立省党部。国民革命兴起后，各省开始筹建县党

部，两广和两湖地区成为发展的重点，浙江各县的国民党组织则发轫于北伐军入浙前后。南京国民

政府建立后，浙江与江苏、安徽等省成为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成为国民党推行“党治”的重要区

域。那么，浙江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是如何“嵌入”地方的呢? 其党务发展情形究竟如何呢?

一直以来，国民党的组织效力问题成为各界争论的焦点。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而言，“党治”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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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直接导致其政权溃败，故蒋败退台湾后将主导国民党的 CC 系首脑陈立夫放逐美国①，而学界关

于组织效力争论的意识形态化特征明显。1980 年代以来，随着各方交流互动的逐渐增强，研究趋向学

术化。刘曼容和吕芳上认为，1924 年孙中山借鉴苏俄经验，已将组织松散乃至濒临瓦解的国民党改组

成了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政党。② 这种观点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如王奇生通过对国民党内部

制度结构与运作机制的考察认为，国民党从建立起就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政党。③

同时，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分析党政关系来理解国民党的失败。④ 盖斯白( Bradley Kent Geisert)
考察 1930 年代江苏党政绅关系后发现，国民党无力改变地方权力结构，反而使地方社会陷入派系

纷争，致使国民革命成为“流产的革命”。⑤ 王奇生则认为国民党“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

党，农村无党”的痼疾在战前即已显露，且党权在党政冲突中日趋弱化，组织在地方层级几乎处于

虚化状态。⑥ 二位作者为我们从宏观视野考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如果将研究视

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地方基层党部⑦，或许更能在印证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基础上，进一

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性。
近年来沙青青对江浙地区党部的研究就发现，基层党部的政治行为往往依据自身政治需要来

决定，而非完全来自上级指示。⑧ 冯筱才对民国温州地方政治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1927 年党国政

治兴起后，地方党部深入地介入地方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地方权力结构。⑨ 这些研究为考察

国民党基层党务提供了新视角，然因其更多着力于地方党政与“抗争政治”变迁的关系，未对党部

“嵌入”地方作深入发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 1927—1931 年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

发展的基本情形。为行文方便，本文拟先从浙江国民党基层党组织发展的区域特征入手，继而分析

党部如何“嵌入”地方及由此引起的党政绅关系变化。

二、“清党”前后浙江国民党发展的区域特征

1912 年 8 月，同盟会浙江支部与光复会等会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浙江支部，此为浙江有国民

党组织之始。自此，各县亦建分部，如浙北湖州崇德、桐乡等县在 1912 年建有“国民党桐乡分

部”瑏瑠，浙南各县亦建立了组织，如平阳建立国民党平阳县分部，全县共有记名党员 790 人。瑏瑡 1913

6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阮大仁:《解析蒋中正放逐陈立夫之经纬》，台北《传记文学》第 93 卷第 3 期，2008 年，第 4—25 页。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刘曼容:《孙中山

与中国国民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 2011 年版。
这一观点最早源于美国学者易劳逸。参见 Lloyd E. Eastman，The Abortive Ｒ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Ｒule，1927 －

1937( 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
Bradley Kent Geisert，Power and Society: The Kuomintang and Local Elites in Kiangsu Province，China，1924 － 1937，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Dissertation Information Service，1979.
王奇生:《党政关系: 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 1927—1937) 》，《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3 期，第 187—203 页。
最近有不少成果开始聚焦江浙等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的党务发展，可参见何志明《权力重构与利益抗争: 国民党江浙党

部的政治主张及其实践( 1928—1931) 》，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历史系，2011 年; 李巨澜: 《试论抗战前国民党地方党部的边缘

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2 期; 杨志琴:《1927 至 1937 年浙江国民党组织建设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历史系，

2005 年。
沙青青:《信仰与权争: 1931 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115—127 页。
冯筱才:《“中山虫”: 国民党党治初期瑞安乡绅张棡的政治观感》，《社会科学研究》2015 年第 4 期; 冯筱才: 《“拖洋油

箱”: 近代温州闹米风潮的仪式与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 年第 4 期。
《桐乡县国民党县党部组织简述》，《桐乡文史资料》第 8 辑，浙江省桐乡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1989 年编印，第 10 页。
《平阳分部职员姓名》( 1912 年 9 月) ，浙江省平阳县档案馆藏，8 /1 /13。



王才友 /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 1927—1931)

至 1924 年，国民党经历了从解散、重组( 中华革命党) 到改组的过程。1924 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

浙江设立临时省党部，各县或成立区党部，或成立区分部。但江浙战争后孙传芳占据浙江，临时省

党部遭查封，国民党组织转入秘密状态。1926 年 9 月北伐军入浙后，临时省党部重新恢复，并在宁

波、桐庐设立临时办公处，负责筹建各县组织。至 1927 年 3 月，浙江各县在国共合作之下相继成立

临时县党部，党员人数达万人以上。① 4 月，国民党右派在浙江发动“清党”，各县以左派为核心的

党部组织，经历了改组和洗牌，从而也开始了国民党在基层的重新发展。
1928 年初，在短暂地经历与元老派党权争夺后，CC 系控制了“清党”后的浙江党务。早在北伐

过程中，国民党中央就派陈果夫的亲信、组织部干事萧铮回浙，“监督浙江党务”。“清党”后国民党

中央又委派萧铮和郑异等人组建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整理浙江党务。不过，萧、郑二人围绕

“二五减租”和农会问题与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发生冲突，张以共产党嫌疑为由欲逮捕处决萧铮等

人，萧在陈果夫的庇护下离浙。张静江等元老派短暂控制浙江党务后，又因蒋介石下野而由西山会

议派主持。在这一时期，浙江省级层面的党务并无大的建树。蒋介石重新上台后，特委会结束，陈

果夫便安插叶溯中、许绍棣、周炳琳和张强等亲信入浙，长期控制浙江党务。②

为加强对浙江各县党务的指导和控制，CC 系开始向各县选派党务指导员。1928 年 4 月，省党

部以考试形式选拔出党务指导员 190 余人，分别派赴各县指导党员的甄别和重新登记。其中，杭县

和宁波市各选派 7 人，富阳、嘉兴和平湖等 16 县各派 5 人，桐乡、孝丰和慈溪等 18 县各派 3 人，海

宁、崇德和於潜等 39 县则各派 1 人。③

我们可以根据选派党务指导员的数量分析 CC 系发展党务的重心何在。浙江作为行省建制始

于元，省界定型则始于明洪武年间。④ 杭州、宁波因是 CC 系党务经营的重中之重而被派出 7 人，而

派出 5 人的杭属富阳，嘉属嘉兴、嘉善、平湖，湖属吴兴，绍属绍兴、诸暨、余姚，台属黄岩，金属金华、
东阳，衢属衢县，严属桐庐，温属永嘉、乐清和平阳属于重点发展区域，这些县份亦在传统旧府属中

居重要地位。派出 3 人的县份为相对重要发展区域，分别为嘉属桐乡，湖属孝丰，宁属慈溪，绍属萧

山、嵊县、新昌，台属临海、温岭、天台、仙居、宁海，金属兰溪、义乌、浦江，衢属常山，严属寿昌，温属

瑞安和处属松阳。其余 39 县皆为次要发展区域。
浙江从地理单元上大体可分为浙东北平原水乡区和浙中南丘陵盆地区，前者大体覆盖杭嘉湖

宁绍五府，后者则包括金衢严台温处六府，前者无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皆较后者先进与开放，互

相之间的内部交流较为频繁，自古以来也相对受到政府的重视; 而后者受制于地形地势相对落后与

封闭，自古以来的政略地位相比于前者要边缘得多。⑤ 从 1928 年浙江国民党发展的政略来看，杭

州与宁波备受重视，嘉兴和绍兴地区也被赋予了重要地位。相比之下，相对落后的金衢严处台温地

区只有温州和金华受到重视。当然这些地区受到重视可能与浙江 CC 系内部派系有关，据时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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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国民党省党部早期以绍兴、金华( 如方青儒、吴望伋等) 和温州( 萧铮、郑异、叶溯中和张强等) 人

居多，而许绍棣( 台州人) 、胡健中( 杭州人) 等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久而久之形成了所谓“浙东系”
“温州系”和“复旦系”。①

在 CC 系对基层党部不断整理下，浙江各县国民党的区党部和区分部体系也逐渐建立。1928
年 6 月，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区分部划分办法》和《区党部划分办法》，规定一区分部内党员逾 35 人

时，得以原有区分部区域分为两个分部，党员人数逾 65 人时，得将原有区域分为 3 个区分部; 为避免

形成特殊阶级性，规定凡有职别之党员，如机关之职员，学校之学生或教员，工厂之职员或工友，须依

各该党员所寓住址，划归各该所属区分部。《区党部划分办法》则规定，县辖区党部，应参照地理交通

及地方行政区域划分，特别市和市辖之区党部以地段及区分部数目为划分标准，凡在某一地段内区分

部达 3 个以上时，得成立区党部，如同一地段内区分部超过 15 个以上，得划分两个区党部。②

到 1928 年底，已有 52 个县市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区党部和区分部，共计区党部 166 个，独立区

党部 8 个，区分部 343 个，直属区分部 62 个，独立区分部 1 个。1929 年 2 月，浙江省召开第二次全

省党员代表大会，浙江国民党发展相对稳定，据 1929 年 9 月统计，有 50 个县已建立较完备的国民

党组织，其中 37 个县党部，独立区党部 13 县，其余 25 县尚在筹备。到 1930 年 6 月第三次全省代

表大会召开前，浙江 75 县全部建立了县党部或直属区党部，共计区党部 232 个，区分部 880 个，直

属区分部 115 个，党员总计 11513 人。③ 同年 10 月，经整理，浙江完善县党部达 57 县，省直属县区

党部 18 个，区党部 226 个，区分部 852 个，直属区分部 124 个，党员总计 11387 人。④ 到 1931 年，完

善县党部则增加到 59 县，直属县区党部 16 个，区党部为 222 个，区分部为 957 个。⑤ 作为南京国民

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浙江党务发展可以说是走在全国前列，是“模范省”。⑥

从 1928 年起，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饬令各县市党部绘制党务地图，以掌握组织发展动态。⑦ 1930
年三全大会之后，浙江省党部根据各地党务地图绘制了全省党区图，这为我们进行数据统计，进而分

析浙江国民党的地域和城乡差异等要素特征提供了珍贵资料。仔细考察党区图不难看出，到 1930 年

10 月，与省党部最早更为重视杭嘉湖宁绍等发达地区不同的是，相对落后边缘的金衢严处台温等地的

党务已得到快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地区党务发展态势与省党部的重视程度已不成正比。
具体而言，杭嘉湖宁绍和金衢严处台温党部总数各占 43. 5% 和 56. 5%，后者党部数量大大超

过前者( 见表 1) 。发达地区杭州作为省治中心，其党务自然优先发展，故依然一枝独秀，但嘉兴、宁
波和湖州党务发展下滑较快，尤其宁波、湖州国民党组织发展迟滞，甚至落后于边缘之衢州，这与传

统民国浙江历史人物多产自两地的印象截然不同。相对落后边缘的台州、处州和严州三地党务发

展异军突起，尤其处州和台州后来居上，超越绍兴和嘉兴。若考虑到杭州在党务发展中的政略中心

地位，则金衢严处台温地区的比例还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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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杜伟、于龙:《浙江 CC 的派系纷争》，《浙江文史集萃》第 1 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3—188 页。
《区党部划分办法》《区分部划分办法》( 1928 年 6 月 30 日) ，《浙江党务》第 5 期，第 34—36 页。
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浙江省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1930 年 10 月)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

员会 1930 年印行。
国民党浙江省执委秘书处编:《浙江省各县党区图》( 1930 年 10 月) ，浙江省平阳县档案馆藏，8 /3 /82;《党务工作进行计

划案———中国国民党浙江省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 1930 年 6 月) ，《浙江党务》第 100 期，第 19 页。
杨志琴:《1927 至 1937 年浙江国民党组织建设研究》，第 7—8 页。
在三全大会上，中央监选员朱浩怀说，从 1928—1930 年整理党务以来，“浙江省要算成绩很好的一省”，“各县各级党部组

织颇健全，工作努力，能以最少的经费办最多的事情”。《中央监选员朱浩怀演词》( 1930 年 5 月 31 日) ，《浙江党务》第 93 期，第

34—35 页。
《一周间的组织部》( 1928 年 6 月 10 日—6 月 17 日) ，《浙江党务》第 4 期，第 28—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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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30 年 10 月浙江各地国民党组织发展一览 ( 单位: 个)

地区名 县党部 区党部 区分党部 直属区分党部 党部总数

杭州 6 23 99 23 151

台州 5 25 95 14 139

处州 6 23 93 14 136

严州 5 22 88 8 123

绍兴 7 23 80 12 122

嘉兴 6 23 79 12 120

温州 5 21 80 12 118

金华 5 20 75 13 113

衢州 4 16 58 5 83

宁波 4 16 55 3 78

湖州 4 14 50 8 76

资料来源: 国民党浙江省执委秘书处编:《浙江省各县党区图》( 1930 年 10 月) ，浙江省平阳县档案馆藏，8 /3 /82。

关于上述特征，从 1930 年 9 月全省各府属党员人数的统计表上也能体现出来( 表 2) ，杭州、处
州、温州、金华和嘉兴的党员人数位居前列。如果再加入各府属之人口总数进行考察，严州、杭州和

处州的党员比例相对其他各府要高，其中严州高居榜首，而宁波和绍兴的党员占人口数量的比例则

位列榜尾。

表 2 1930 年 9 月浙江各旧府属国民党党员与人口统计表 ( 单位: 人)

府属名 党员人数 人口总数 人口与党员的万分比( )

严州 1030 681244 15. 1

杭州 1770 1790952 9. 8

处州 1240 1308408 9. 4

衢州 720 1017527 7

嘉兴 1046 1528969 6. 8

金华 1106 1954766 5. 6

湖州 782 1379492 5. 6

温州 1142 2538519 4. 5

台州 988 2256015 4. 3

宁波 754 2316947 3. 3

绍兴 985 3843654 2. 5

全省总计 11563 20616493 5. 6

资料来源:《本省人口及党员数量分县比较表》( 1930 年 9 月) ，《浙江党务》第 102 期，第 79—84 页。

从当时全国水平来看，浙江国民党无论从党员人数还是党员占人口比都落后于两湖与两广地

区，只位于全国中上水平。① 但就内部比较而言，金衢严处台温的党员人数略高于杭嘉湖宁绍地区，

94
① 可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 296—3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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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结合人口比例考量，金衢严处台温的党员平均占比为 6. 4，高于杭嘉湖宁绍的 4. 9( 见表 3) 。虽

然万分比之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就省内区域比较而言，应该还是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表 3 1930 年 9 月杭嘉湖宁绍与金衢严处台温国民党党员对比表

杭嘉湖宁绍 金衢严处台温 全省总计

党员人数 5337. 0 6226. 0 11563. 0

比例( % ) 46. 2 53. 8 100

人口 10860014 9756479 20616493

比例( % ) 52. 67 47. 33 100

党员占比( ) 4. 9 6. 4 5. 6

资料来源:《本省人口及党员数量分县比较表》( 1930 年 9 月) ，《浙江党务》第 102 期，第 79—84 页。

一般来说，县党部或直属县区党部设于县治中心( 即县城) ，区党部、区分部以及直属区分部并

非集中分布于市镇，尤以区分部更为显著。以区党部而言，有 75%的区党部设在市镇，但也有 25%
的区党部设于乡村; 就区分部和直属区分部来说，二者设在市镇和村庄的比例基本持平。区分部设

在市镇和农村的比例分别为 52. 3%和 47. 7%。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城乡版图 90%的面积和人口

是农村，也就是说，90% 的农村只有 25% 的区党部和 47. 7% 的区分部，而 10% 的市镇却有 75% 的

区党部和 52. 3%的区分部，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

在城乡分布上还是极不均衡的。若将县以上的大城市算进去，城乡差距显然会更大。
但是，如果从地区差异上看，各府属党部设置地的城乡分布差别同样明显。其中严州、温州和

处州设在村庄中的区分部数量明显多于市镇，严州设在村庄的区分部是市镇的 3. 1 倍; 此外，设在

村庄的直属区分部数量则明显多于市镇( 见表 4) 。

表 4 1930 年 10 月浙江省国民党各级党部城乡分布统计表 ( 单位: 个)

府属名
区党部

在市镇

区党部

在村庄

区分党部

在市镇

区分党部

在村庄

直属区分党

部在市镇

直属区分党

部在村庄

杭州 16 7 52. 0 47. 0 12. 0 11. 0

嘉兴 21 2 48 31 11 1

湖州 10 4 27 23 3 5

绍兴 23 — 53 27 7 5

宁波 16 — 37 15 5 1

台州 17 8 60 35 7 7

严州 13 9 21 67 1 7

金华 12 8 38 37 7 6

衢州 13 3 32 26 — 5

温州 13 8 33 47 5 7

处州 15 8 43 50 — 14

总计 169 57 444 405 58 69

百分比( % ) 75 25 52. 3 47. 7 45. 7 54. 3

资料来源: 国民党浙江省执委秘书处编:《浙江省各县党区图》( 1930 年 10 月) ，浙江省平阳县档案馆藏，8 /3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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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落实到杭嘉湖宁绍和金衢严处台温的地区差异上，城乡差别更为分明。前者区党部设

在市镇的比例( 86. 9% ) 高于后者( 65. 4% ) ，反之设在农村的区党部比例前者( 13. 1% ) 低于后者
( 34. 6% ) ; 区分部和直属区分部层面，杭嘉湖宁绍依然是市镇党部多于农村党部，但金衢严处台温

设在农村的党部就要多于市镇( 见表 5)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党务发展迟缓的绍兴和宁波没有一个

区党部设在农村，而衢州和处州没有一个直属区分部设在市镇( 见表 4)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上

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全国印象进行修正，尤其在相对落后边缘的金衢严处

台温等地农村，其国民党党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1930 年代浙江中共革命和地方政治的

走向。

表 5 1930 年 10 月杭嘉湖宁绍和金衢严处台温国民党党部城乡分布一览表

区域党部
杭嘉湖宁绍 金衢严处台温

市镇 比例( % ) 村庄 比例( % ) 市镇 比例( % ) 村庄 比例( % )

区党部 86 86. 9 13 13. 1 83 65. 4 44 34. 6

区分部 217 60. 3 143 39. 7 227 46. 4 262 53. 6

直属区分部 31 57. 4 23 42. 6 27 37 46 63

资料来源: 国民党浙江省执委秘书处编:《浙江省各县党区图》( 1930 年 10 月) ，浙江省平阳县档案馆藏，8 /3 /82。

总的来说，通过对浙江党务的考察不难发现，传统印象中强势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之杭嘉湖宁

绍地区的党务发展明显式微，相反，不受重视的金衢严处台温等的国民党却得以迅速发展，其原因

何在? 浙江各地尤其是相对落后的金衢严处台温地区党部作为一个新兴事物是如何“嵌入”到基

层社会中去呢?

三、新青年与旧网络: 国民党在浙江基层社会的嵌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在民族主义和激进革命思潮的影响下，政党孕育而生。随着世

界范围内思想左倾，马克思主义成为更先进的思潮，它与民主科学的结合造就了中共及其革命运

动。但就基层社会而言，国共两党都经历了组织“嵌入”地方和逐渐为地方所“接受”的过程。近年

来，许多学者研究新式学堂在中共地方革命中扮演的“根源性”角色，这些研究成果大多表明，中共

组织的最早胚胎溯源于各省立师范和省立中学之中。① 事实上，在这一点上，国民党与中共可谓同

根同源。
晚清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江浙地区普遍推行兴办教育政策，这一举措给许多中下层士绅参与地

方事务提供了机会，同时，兴办教育也稳固了他们在地方社会的名望和地位。中下层乡绅所兴办的

学校也成为各级学校如省立中学或师范的前身，为 20 世纪初政党兴起提供了思想传播的场所。一

般而言，地区发展程度是与社会流动速度成正比的，地区原有发展水平越高，社会流动速度也越快。
研究显示，浙江在 1880 年后出生的青年学生离乡后更关注家乡建设，清末发达地区在外求学的青

年学生要高于落后边缘地区，但辛亥革命至 1920 年代发达地区学生和官员重返地方的人员少于落

15

① 应星:《学校、地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以北伐前的江西为例》，《社会学研究》2015 年第 1 期; 刘昶:

《革命的普罗米修斯: 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中国乡村研究》第 6 辑，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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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地区。① 实际上，1920 年代浙江各地国民党的组党者也大多在各旧府属省立师范或中学毕业后

返乡，尤其在金衢严处台温体现得尤为明显。
嘉属海盐县党部周仰松从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毕业以后回到海盐办学，后任欤城小学校长，1926

年北伐军过境时，周仰松即联合兴武小学的顾佑民等组建了海盐县党部，并借势经商，“搞蚕茧卖

买起家，成为政客兼资本家”。1928 年 6 月，周仰松又受省党部指派，任桐乡县党务指导委员，后在

1929 年 2 月至 1931 年 1 月连任桐乡县第一届、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成为 CC 系浙西派重

要代表人物。②

温属泰顺的青年学生求学多赴永嘉，如高宗龙于省立第十师范毕业后回到泰顺，先后担任中小

学教员和小学校长，1926 年组建泰顺县临时县党部，担任执委兼商人部长，并担任第二届泰顺独立

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30 年高任泰顺县教育局局长。③ 严属遂安县的临时县党部也是由省立

第五师范毕业生王复植等人策划和组建。王复植于 1926 年毕业后，任教于遂安兴文小学，是年 12
月，他以兴文小学为基础，成立临时县党部，内有 6 个区党部，19 个区分部，王复植任执行委员。
1927 年 2 月，正式成立县党部，继续担任委员。在此后改组中，王先后担任直属遂安区党部和遂安

县党部常务委员、书记长等职，长期把持遂安县党部。④

金属武义县党部则是蒋卓南和何如圭从省立第七师范毕业回乡后建立起来的。他们分别利用

其校长和讲习所所长的身份组建和扩大党部力量。蒋、何二人先后受聘为壶山小学任教员，1919—
1925 年先后任武义县立师范讲习所所长，蒋卓南还于 1922—1927 年担任武义毓秀女校校长，由于

他们的教育贡献，何还曾于 1925 年受到省教育厅嘉奖。⑤ 1927 年，蒋卓南参与组建国民党县党部，

并任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师范讲习所由此成为国民党在当地发展组织的重要平台。1928 年

起，蒋、何还历任国民党武义县党员登记处干事、直属武义区党部执委兼组织部长、县佃业仲裁委员

会常委、教育科长和武义银行行长等，二人直至 1947 年皆被认为是武义“恶势力的代表人物”。⑥

金属义乌县党部与鲍济严有重要关系。鲍先后求学于省立第七中学和浙江法政专门学校，

1925 年鲍济严参与组建国民党，响应北伐。1927 年学成回义乌兴办教育，培植人才，并任义乌县警

察局长。1928 年进义乌中学任教地理，旋奉省派任义乌县党部指导委员及常委。鲍济严后曾一度

调职任永嘉县警察局长，因乡绅一再敦请，重回故乡，建立稠西小学。⑦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这足以证明在外求学的知识青年在国民党嵌入地方社会中

25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 Keith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马方方:《读〈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 20 世纪的浙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 年第 1 期。

朱秉均:《兴武小学回忆点滴》，《海盐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海盐县政协 1989 年编印，第 79 页; 马新正:《桐乡县志》，上

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97 页;《桐乡县国民党县党部组织简述》，《桐乡文史资料》第 8 辑，第 10—14 页。
高任职期间，致力于开办师范讲习所、短期小学和瓯南公学等，抗战时期对泰顺的教育事业贡献颇多。1940—1942 年，高

宗龙曾两度担任永康县党部书记长，藉党势他成为解放前泰顺城关的“反动头子”。徐振权:《泰顺革命史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4 页;《泰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泰顺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46 页。
姚桓等纂:《浙江省遂安县志》( 1—3)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5 年版，第 229 页; 蒋岭:《解放前国民党在淳遂两县的组

织概况》，《杭州文史丛编》“政治军事卷”上，杭州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47—248 页。
教育厅视学毛寅认为何如圭“管教均能合法”，应“传谕嘉奖”。《浙省视学视察武义教育之厅令》，《申报》，1925 年 6 月

30 日，第 9 版。
汤德苏、郑法明:《武义县立师范讲习所史事片段》，《武义文史资料》第 2 辑，武义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9 年编

印，第 64—65 页; 关邑:《毓秀女校始末》，《武义文史资料》第 1 辑，武义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6 年编印，第 111—113 页;

施祖德:《汤恩伯与壶山学会》，武义县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汤恩伯史料专辑》，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3 页; 一帆、华
甫:《爱国民主人士蒋卓南》，《武义文史资料》第 2 辑，第 1—4 页。

《济世良才鲍济严》，王牧之:《人物传记———义乌寓台人物小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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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作用。据 1929 年 1 月浙江省党部对 36 县市 5443 名党员的职业统计显示，其中教职员共

1833 人，占党员总比之 33. 7%。① 以上为全省数据，具体到某些县份比例可能更高，如温属平阳县
1930 年 2 月的党员人数共计 162 人，其中教职员则有 85 人，占总比之 51. 8% ( 见表 6) ，而这些教职员

即大多数为求学返乡的知识分子。当然，商人党员和农人党员在地方党部的嵌入过程也作用明显。
在 1929 年 1 月，商界党员共计 953 人，占浙省党员总数的 17. 5% ; 农人党员共 983 人，占比 18%。②

表 6 1930 年 2 月国民党平阳县党部职业分布表

职业 农人 工人 商人 党务 政界 教员 学生 其他 总计

人数( 人) 1. 0 1. 0 35. 0 17. 0 12. 0 85. 0 9. 0 4. 0 162

比例( % ) 0. 6 0. 6 21. 6 10. 5 7. 4 52. 5 5. 5 2. 5 100

资料来源:《中国国民党平阳县和 1930 年 2 月永嘉县党员统计表》( 1930 年) ，浙江省平阳县档案馆藏，8 /3 /54 /1—6。

然而，新式知识分子将“党”这一新鲜事物带回地方，但要想将党部“嵌入”地方社会，绝非易

事。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不能忽略对地方社会“旧”势力的考察。实际上，在北伐军逐渐逼近各县之

时，此前党部一直处于半秘密半公开状态。但北伐军入境给了党部强势夺权的条件。一般来说，临

时党部最初意在取代县议会的地方议事权，故都先强占县议会作为办公地址。为此有些旧乡绅倍

感世风日下，感叹“县议会从此消失，其会场为党部机关矣”。③

表面上看，新青年们似乎断绝了旧乡绅参与新政权建设的大门，但实际上国民党在制度设计上

又为他们参与“党治”打开了一扇窗。因为在蒋介石和胡汉民看来，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体制只能

存于中央层面，故而更希望党在地方扮演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更“有似传统士绅在皇权

政治下的角色”，充当民初议会的功能，既通官民之邮，又不让其直接干预政治。虽然这一观点地

方党部的组党者未必认同，但相关研究显示，当时国民党内元老吴稚晖、陈立夫和自由知识分子胡

适等人都高度认同，他们认为，党部乃系暂行议会职权，在中央党部类似国民大会，在地方则类似地

方议会。一般的老百姓则认为，“党部就是以前的衙门，党员就是官”。④

也正因为这一制度设计，党部经费最早也是在旧县议会和参议会两会的临时费和选举费项下

拨付。民初县议会的经费一般来自地方公款公产，其控制权掌握在各县议会和参事会的乡绅之手。
各县党部取代县议会后，浙江省政府会同省党部曾通令，“各县经费由原有县参两会经费拨充”，

“按月核发，不得短少”。⑤“清党”后，省政府和省党部进一步明确县党部经费来源，要求各县成立

公款公产委员会( 简称“款产会”) ，隶属县政府，负责接管旧县参两会经费以及各种地方公款，并负

责给党部拨发经费。同时，县党部还对地方款产的支配和使用负有监督职权。⑥ 《管理县公款公产

委员会章程》规定，县款产会设委员 5—7 人，由县长遴选诚实公正、具有财产上之信用者担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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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党员职业比较表》( 1928 年 12 月 8 日) ，《浙江党务》第 27 期; 《各县市党员职业比较表》( 1929 年 1 月 26 日) ，

《浙江党务》第 34 期。
《各县市党员职业比较表》( 1928 年 12 月 8 日) ，《浙江党务》第 27 期; 《各县市党员职业比较表》( 1929 年 1 月 26 日) ，

《浙江党务》第 34 期。
温州市图书馆编:《刘绍宽日记》，1927 年 2 月 6 日，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 848 页; 徐达仁:《常山地方派别》，《常山文史

资料》第 1 辑，常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4 年编印，第 18 页。
王奇生:《党政关系: 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 1927—1937) 》，《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3 期; 何志明:《权力重构

与利益抗争: 国民党江浙党部的政治主张及其实践( 1928—1931) 》，第 126—129 页。
《二周间的组织部》( 1928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6 日) ，《浙江党务》第 20 期，第 31 页。
《管理县公款公产委员会章程》，《浙江党务》第 10 期，第 38—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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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党部监察员两席，区款产会设监察员一席，参与公款公产的管理。实际上，很多县党部委员身兼

款产会委员，甚至常委。① 如此，党部对地方款产尤其是旧县参两会经费有了监督、使用乃至支配

之权②，新旧两派势力便有了一定的合作基础，旧乡绅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党部的筹建和运作中

去。应该说，款产会仅仅是新旧两代之间进行代际合作一种渠道而已，还可以看到许多县教育会、
建设委员会和佃业局的委员也身兼党部执委甚至常委之职。

因此，“新”与“旧”在政治鼎革之际的区隔也许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旧派”人士在应对政治

变局中所表现出来的“趋新”和复杂，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③ 有些地区的乡绅凭借兴办教育

和团练等积累了雄厚的政治文化资本，他们也成为党部拉拢的重要对象。如温属平阳县，即由刘绍

宽、陈锡琛、姜啸樵、王理孚和黄光等组成的旧乡绅集团主导了辛亥前后的县政。他们对于党部这

一新鲜事物，虽并不支持，但亦不反对。与刘绍宽关系非常密切的门生范任直接领导了平阳县党部

的筹建，而黄光之子则在特委会时期成为新党部笼络的重要对象。④ 改组委员会时期，省党部派徐

箴和陈天鸿回平阳改组党部，他们也得到了刘绍宽的支持和默许。因此，党部亦投桃报李，联合刘

绍宽主持款产会同席议事，讨论地方发展。⑤ 我们还在金属武义县发现，清末旧乡绅徐丙炎一直参

与国民党组织的建设，并担任常委。徐氏出生于 1866 年，乃武义县名儒，县城北上街人，清末民初

先后担任县自治会长、县参议和县代理知事，在教育领域先后任武义壶山学堂监督、校长，并于

1920 年代任省立第七师范国文教员和武义劝学所所长。1926 年，徐丙炎参与组建国民党县党部;

1929—1935 年，徐丙炎一直担任国民党省直属武义县区党部常务委员和县教育款产会主任委员。⑥

此外，地方党部往往有意无意间与宗族或地方派系联系在一起，有些大宗族依靠敏锐的嗅觉抓

住党部这一新兴权力工具，攫取更多的权益，当然这也为党部嵌入地方提供了媒介，尤其在金衢严

处台温等地，这一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
寿昌县位于浙西山区，清末民初寿昌社会被蒋、翁、叶三大家族操纵，其中以蒋家势力最大。蒋

钟翰、蒋钟干兄弟凭借清末科举功名，得官方青睐，“把持教育界，包揽词讼”; 南门翁家则是全县大

地主之一，约有 2800 余亩田地，店铺钱庄遍布寿昌、杭州、绍兴和兰溪等地，且翁家世代同堂，人多

势众，仅大学毕业生就有四五人，盛极一时; 相比之下，叶家则在政界颇为得势，叶诰书曾在辛亥鼎

革时任严州军政府负责人兼摄建德民政长。北伐军过境后，翁家( 翁士杰) 率先组建国民党临时县

党部，并发动群众对蒋家进行了控诉斗争。但“清党”后，叶诰书的孙子叶特生则依奉省令担任寿

昌县清党委员，改组县党部，排斥翁家，1927 年 10 月，翁士杰又被任命为寿昌县特派员，整理党务。
但到 1928 年 7 月，寿昌国民党又在党务指导委员会下被蒋家所支持的势力掌控，翁士杰则被当作

“土豪劣绅”被捕入狱。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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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寿昌县党部执委姜渭甚至兼任款产会的常务委员。《一周间的组织部》( 7 月 29 日至 8 月 4 日) ，《浙江党务》第 50 期，

第 28 页;《县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职务一览表》( 1928 年 8 月 28 日) ，《浙江党务》第 20 期，第 23 页。
如临海县在 1928 年的报告中指出，前县参两会积存 3800 元，其中 2000 元拨作党部经费，其余 1800 元，由款产会保管，

“留作各下级党部经费”。《一周间的组织部》( 1928 年 10 月 22 日至 28 日) ，《浙江党务》第 22 期，第 41 页。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就为我们呈现出一些“半新不旧”的人为争夺地方社会“领导权”而常常“随和时势”的生动案例。

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3—131 页。
黄光:《丁冬记》，黄光撰、马允伦编:《黄光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25—426 页。
温州市图书馆编:《刘绍宽日记》，1927 年 8 月 5 日，第 8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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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版，第 131 页;《武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义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97 页。
翁士杰:《关于前寿昌县国民党与三青团的斗争情况》，《建德文史资料》第 1 辑，建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6 年编

印，第 107—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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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历史积怨虽然使地方纷争不断，却也为党部嵌入地方提供了温床。东阳县托塘张姓

和城关卢姓为当地大族，皆崛起于宋室南渡以后。托塘位于县南郊，卢宅则位于县城，二者“积有

世仇”。1923 年，托塘张荣铭等发起组织“齐社”，1926 年 12 月，张受省派回东阳组党，张即以“齐

社”为基地发展组织。临时县党部成立后，张荣铭成为常务委员。一时间齐社几乎把持了县政，县

长廖维纲便利用张、卢两姓矛盾，挑动卢宅卢姓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反对托塘张姓，张荣铭在纷争

中去职。1927 年 2 月，省党部委派卢宅的卢炳晟成为县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委，卢氏控制东阳

党务一直持续到 1930 年 4 月。①

位于浙西衢属常山县也有类似情形。民国初年，围绕着县议会议席以及省议员选拔，常山就形

成法派和君东派二派，两派相互攻击，以攫取各部门权力。1926 年 12 月，北伐军入境，县议会解

散。东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缪斌介绍徐时恺和汪卓侬等 5 人加入国民党，并组建国民党县

党部，由徐时恺任常委。汪卓侬因任私立正谊小学董事会首，为争取利益，以正谊小学为聚谈场所，

组织小团体，自名“正谊派”; 而徐时恺及其同派成员系定阳小学校长或教师，故名“定阳派”。两派

势均力敌，分庭抗礼，原法派与君东派皆以个人关系，“分别接近新兴的定阳派或正谊派”，这就成

为党部嵌入常山的重要背景。1927—1931 年，正谊派和定阳派轮替办党。“清党”后，常山县党部

仍由定阳派主持，徐维新任常委。1927 年 10 月，正谊派在蒋介石下野后获得党部控制权，曾日三

任常委。1928 年 7 月，省指委会派定阳派郑作仁、何甘泉和徐时钟三人回常办党，定阳派重行夺

权，且一直持续到 1931 年 9 月。② 旧去新来，没有变的仍然是地方派系斗争，党部嵌入地方正如一

场“静悄悄的革命”，影响着地方社会。
温属瑞安县的地方派系更为久远，当地从晚清开始就因学界权力等纠纷造成所谓“陈党”( 以陈

黼宸为首) 和“项党”( 以项湘藻为首) 两个主要士绅派系，民初陈党打败项党，陈党又分为大陈和小陈

两派，大陈以陈亦典、鲍漱泉为首领，小陈以陈穆庵、伍宙飞和陈叔度为首领。1927—1928 年间，小陈

派联合江南( 飞云江以南) 士绅李一飞等接收党部，并藉此“喊出打击土豪劣绅”，打击大陈派。③

一般来说，杭嘉湖宁绍的党部嵌入相对简单，也相对平和，同时，这些地区因受同盟会和光复会

的影响，接受起来也相对容易。不过，这些地区经济发达，商会力量发展更盛，群众入党的积极性明

显不如金衢严处台温，故党部在地方政治中的重要性也远不如后者。
综上所述，1927 年前后的国民党在浙的基层组织基本上是由青年学生与地方旧乡绅合力之下

建立起来。新青年依靠其在城市求学中带回的组织线索组党，并在旧议会的庇护下嵌入地方。这

一嵌入过程或凭借宗族传递，或藉由地方派系，或主动或被动地进一步嵌入地方。这对党部来说是

积极面相。然而，新旧之间毕竟难以长期共存，其必然伴随着地方县政激荡而裂变，从而导致党政

绅之间多重冲突，进而使地方社会愈加复杂。

四、党政冲突下国民党基层党权和党务之考察

从全国范围来看，党部嵌入地方社会后，各省党部自 1927 年起多数都开展过一系列提高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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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 1987 年编印，第 219 页; 冯筱才:《“拖洋油箱”: 近代温州闹米风潮的仪式与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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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运动，包括破除迷信和“二五减租”运动，从而引起了激烈的党政冲突。但军高于政、政高于

党的体制决定了党方的劣势地位，这也是多数省区在党政冲突中党方显得弱势或被“虚化”的根

本原因。浙江也是如此，作为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省党部不愿接受“议会替身”的角色，他们更

想承担“建国治国”和“实现政纲党义”的重任。① 由此，省党部遭遇省政府的强势抵制，如省政府

拒绝省党部接收浙江省临时执委会和《浙江民国日报》以及查封杭州总工会等事件②; 同时，省党

部的频繁改组和更替更使许多县市党部相继出现县政府阻碍党部接收及擅捕党部委员的事件，

从而引发更大冲突。
过去学界考察党政纠纷多停留在省级层面的讨论，若将聚焦中心放在基层社会，情况就会更为

复杂，如浙江在杭嘉湖宁绍等发达地区和金衢严处台温等落后地区所看到的党政冲突情形和表征

可能并不相同。③ 在杭嘉湖宁绍等发达地区，各旧府属县拥有功名的士绅相对较多，商业发达，士

绅经常卷入商务领域，传统社会分别变得模糊不清，“绅商”阶层居多。许多出色的绅商皆凭借新

式交通远赴省会杭州和上海等地经商，只留“下层士绅”在地方活动，他们对党兴趣并不大，在党部

嵌入的过程中往往呈现截然不同的热冷变化，这使得这些地区党部嵌入地方后影响力难以深入，也

是 1930 年前后湖州、宁波等地国民党发展迟滞的重要原因。
经费拨款的变化是导致党部影响力难以深入的另一重要原因。1928 年特委会时期，与其他省

区一样，浙江各县党部曾短暂停止活动数月。待恢复后面临的问题是，多县党部在 1927 年经费透

领过多，导致县政府无法做出下年预算。因此，县政府和款产会一度要求清查并提回停止活动期间

所剩余的经费，并由款产会“酌盈济虚，合并支配”。但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

他们认为“党费是党费，未便由县管理公款公产委员会支配用途”，党停止活动期间的剩余经费，

“党部自有用处”，未便由款产会提回，党部的每月收支报销亦只向党的上级机关负责，不必向款产

会造送清册。④

仰给拨款与不服管制的矛盾，使得党政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据现有资料看来，杭嘉湖宁绍

等地从 1928 年起就有不少县级款产会刁难党部，甚至缩减党部经费。⑤ 但1929 年国民党各县组

织规模不断扩大，党员人数也不断增长，不少县党部的预算早已超过旧县参两会经费总额，省政

府一面通令各县党部开支经费，“应尽原有县参两会经费项下支拨，不得超过”⑥，另一方面又不

得不令“县政府会同县党部、县款产会筹商，就地方款项拨支”。⑦ 但后来随着党政冲突的激化，省

政府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新设财政局，并将款产会改隶县财政局，名为“县财政局县款产保管

委员会”，规定不再设党部监察员，与党部划清界限。⑧ 二者矛盾随之白热化，以致不少县党部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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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玫铄( Mary Backus Ｒankin) 和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在其主编的《中国地方士绅与社会控制模式》中受到了施坚

雅“核心—边缘”理论的影响，通过众多个案研究展现了不同区域地方社会控制模式的差异性。参见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Ｒankin( eds. )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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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要求 缩 小 或 裁 撤 款 产 会。① 党 部 权 力 也 逐 渐 在 与 政 府 的“冲 突 ( Conflict ) ”中 走 向“沉 寂

( Quiescence) ”。②

我们可以通过宁波奉化的例子一窥杭嘉湖宁绍等发达地区党务发展的概况。由于经济发达，交

通便利，奉化县内许多绅商和新式知识分子如王才运、邬志豪等皆赴沪杭等地经商，庄崧甫等上层士

绅则仰仗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在省政府为官。事实上，地方下层乡绅经常凭借沪杭同乡之利，争夺地

方资源以发展地方事务。小知识分子张泰荣就是藉由庄崧甫和“剡社”参与地方议会事务，1925 年前

后，张泰荣开始接触国民党，并于 1926 年 5 月准备填写“党表”，是年 12 月加入国民党并积极参与活

动。1927 年 2 月，在正式成立的县党部中，张泰荣担任临时会计和第一区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农工

部长。在此过程中，张频频欲借议会和党部之力发展其所致力的孤儿院事业。在北伐军过境时，奉化

县党部策划驱逐县知事沈秉诚的运动，沈在围殴之下被罚洋 4000 元，“另助党部 1000 元，孤儿院 1000
元”，故时人有“分赃会议之说”。③ 此后，张泰荣又相继承办奉化县职校并加入县款产会。然而，1927
年 7 月之后，由于受到党部“土豪劣绅”掣肘和贿选丑闻，同时党部难以从款产会得到稳定的资金来

源，孤儿院又难以藉党获赀，张泰荣慢慢淡出党部事务，甚至再三要求辞去区党部执委之职。④ 后虽

未辞职，但热心骤减⑤，致力于通过款产会平台和向沪杭宁绅商的渠道筹款发展孤儿院。
张泰荣和奉化党部的概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发达地区的党务发展。同时，杭嘉湖宁绍各县

党部当时还深陷党务指导委员被政府逮捕、宣传“二五减租”被诬以及在破除迷信运动中被殴等纠

纷。如 1928 年 6 月，杭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指委廖应钟和潘 珂二人被特种刑事临时法庭逮捕，此

事件引起了省党部和浙江省内数十县党部通电谴责。面对责难，特刑庭庭长钱西樵不为所动，仍判

钟、潘二人两年监禁。也正因为此，这些地区的党权式微特征明显。
不过，杭嘉湖宁绍的党部“沉寂”并不代表这是浙省党务发展的全部。在浙西和浙南，党部显

得非常强势。如严州、衢州、金华、丽水和温州等地，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民风剽悍，商业欠发达，商

人地位远逊于浙东和浙北地区。从官绅关系看，金衢严处台温等地在党部嵌入以前，士绅往往在维

持乡民生计、开展慈善救济、发展教育事业、地方治安及地方款产分配等方面拥有重要的话语权，因

此，地方士绅容易形成以宗族、地缘或学缘为中心的派系和寡头政治。
随着议会的消亡，党部便成为地方乡绅延续争夺地方资源的重要阵地，而此前即已存在的地方

派系之争借党部继续发酵。而对县长来说，地方乡绅的“强人政治”对其县政治理始终是潜在威

胁。因此，在党国政治下，党政绅三方表现各异。1927—1931 年国民党基层组织发展的一大特点

是改组更替频繁，浙江亦不例外。而基层党部的每次改组和整理，基本上都是某一地方派系取代另

一地方派系的过程，或者由最大的几个派系轮流坐庄。而各县县长“均非本籍人士，对于所治之县

内环境，与民心风俗，均未得熟悉”，故而下车伊始必须对地方派系有所依靠和抉择。然而，县长一

旦有所偏向，必定使地方局势更为复杂。⑥ 在这一局势下，县长往往选择在党部改组中失势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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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浙江党务》第 49 期，第 27 页;《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第

112 次会议记录》( 1930 年 6 月 17 日) ，《浙江党务》第 95、96 期，第 29 页。
Bradley Kent Geisert，“From Conflict to Quiescence: The Kuomintang，Party Factionalism and Local Elites in Jiangsu，1927 －

31”，The China Quarterly，No. 108 ( December，1986) ，pp. 680 － 703.
奉化市档案馆编:《张泰荣日记》，1927 年 1 月 3 日、1 月 4 日，宁波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86—288 页。
《张泰荣日记》，1927 年 7 月 5 日、7 月 13 日、7 月 19 日，第 320—324 页。
1927 年 9 月 15 日，张泰荣在日记中记载:“县部于今日改选，贿赂横行，闻之甚为可气，不过我已离得甚远，惟有自解之可

也。”《张泰荣日记》，1927 年 9 月 15 日，第 330 页。
1932 年，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为如何处理与地方“土劣”的关系进行过专门讨论，各县长、区长学员意见不一，甚为

棘手。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编:《地方自治资料》上，1932 年印行，第 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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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县党部。
金属东阳县在 1928 年 6 月由省指委会指派指委卢炳晁、郭琳和杜耀秋等 5 人接收前临时执委

会，不料前执委吴扬祁率金日新和金加荣等“失意党人”30 余人阻挠接收，捣毁指委办公处，“撕毁

总理遗像，掳掠器具”，并联合县款产会常委赵完璧拒绝移交经费。留日归国的县长徐之圭( 衢州

江山人) 对卢炳晁及其背后代表的卢宅县城士绅势力颇有微词，故希望能借吴扬祁等人之势打击

指委会，对吴氏等人的行为并不干涉。东阳县指委会随即向省指委会和省政府呈报，除要求严惩吴

等人外，指责徐之圭“倒行逆施”“帮同阻挠”和“庇护反动份子”。最终在省指委会的主导和各县

指委会的声援下，省政府于是年 11 月将徐之圭撤职，后调往诸暨任县长。①

前述衢属常山县也经历了类似情形。1928 年 7 月，指委郑作仁、何甘泉、徐时钟等人回常接收

党务，负责此前党部的正谊派常委徐政衢拒不移交，并率吕新夫等附从人员“拥入党部，殴打指委，

撤毁总理遗像及什物”。对此，县长徐寅选择失势的正谊派，并于 7 月 13 日借开会之名，“诓骗郑

作仁、何甘泉、徐时钟至县政府内，强行扭至警察所拘禁”。② 后郑作仁以“偏袒纵容”“勾结土劣”
和“破坏党务”等罪名向省控告徐寅，要求“严行查办，以儆顽腐而肃党治”。③ 据时人回忆，徐在常

山县长任上，“学问、能力均差，轻信部属，无所作为”。④ 此案亦引起了省指委会的重点关注，徐寅

也因此案被免职，并开除国民党党籍三年。⑤

1930 年前后的衢属、金属其他各县都经历了党政冲突，结果皆以党方胜利而告一段落。如

龙游县执委会常委林以盛于 1930 年 6 月检举该县县长周家范贪污渎职，致周被省政府撤职。⑥

永康县党部徐士光以地方自治团体“陶社”为根基，向监察院弹劾永康县长王超凡，致王去职。⑦ 影

响较大的还有江山县党部党员何汉章与县长米星如之间的冲突。何汉章系江山县城关人，伯父

何笙甫，系晚清廪生、县参议员，曾任鹿溪浮桥经理。何汉章于 1927 年加入国民党，是年夏，何

以商界党员代表召集地方绅商筹办永耀电气公司，1928 年任县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并开办顺

利人力车行。据相关回忆，何汉章乃当地一霸，“凡来江山当县长的，上任后都要拜访 他”。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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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 3 月，米星如①任江山县县长，此时正值青黄不接，粮荒特别严重。党部徐莲溪与朱光

宇、朱曜西等人在党部创办的《江山日报》上发表《怪米》一文，针砭县长米星如无视人民疾

苦，报社随即被查封。党部因此挑唆群众数千拥入县府，要求救灾。米 县 长 态 度 傲 慢 地 说:

“我是姓米，不是带米来江山，你们要米，可以到米行里去要，向各粮户去要。”此言一出，群众

即应声而散，飞奔城里各米行各粮户去。大家口说: “我们是奉米县长来向你们要米的。”全县

米行皆被抢光，城中大粮户，亦无一幸免。次日，各米行粮户集名上告。何汉章与米星如就闹

米风潮进行善后磋商，但意见龃龉，被米逮捕，但旋即省令将何释放，米氏因“渎职罪”被调省

处办。②

浙南温属瑞安县的党政关系则相对缓和，如前所述，瑞安党部为小陈派把持，县长对党部一些

激进行为虽有抱怨，但皆无实质性对抗行动，倒是党绅关系紧张。瑞安乡绅张棡在 1930 年前后的

政治观感也许能代表温州乡绅对国民党“党治”的一般印象。除虫、二五减租、修路派捐和土地陈

报等事情，给乡绅们带来了沉重的剥夺感，所以打开张棡的日记看到的满是对党和政府的咒骂之

声，甚至“近有人谓中山两字乃虫字之化身”，将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比喻为“人虫”，以此表达

对“新政”的不满。③

在平阳县，无论是党绅关系还是党政关系都较缓和，刘绍宽等依赖代际传递的力量影响党部，

而党部也借刘等人的权力网络嵌入地方社会。双赢的格局使得党部在后来的打倒土豪劣绅运动中

亦没有波及刘绍宽等人，而是选择“勾结丁匪”的“四凶十恶之首”吴醒玉为斗争对象。④ 在这一过

程中，刘绍宽等对吴醒玉并无袒护之举，多次出席吴醒玉案庭审，同时，县政府虽然对于党部要求查

封吴氏房产田产并不赞同，但仍然会同军警缉拿。⑤ 县长直至抗战前皆与平阳党绅保持着良好的

合作关系。
金衢严处台温党部的强势还体现在区分部的分布上。国民党规定“区分部为本党之基本组

织”，国民党政策的推行，最终还是要靠区分部的力量。⑥ 前述浙江区分部在市镇和乡村旗鼓相

当，若深入考察还会发现，有 35 县的农村区分部多于市镇，占浙江总县数的 46. 7% ，且仅就此 35
县而论，有 65. 3% 的区分部设在农村，大大高于全省比例。而从杭嘉湖宁绍和金衢严处台温的地

区比较来看，杭嘉 湖 有 85 个，绍 宁 两 府 榜 上 无 名，反 观 金 衢 严 处 台 温 则 共 计 210 个，占 比 为

72. 9% ( 见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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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米星如，安徽滁县人，金陵神学院毕业生，此人才学兼优，“每会客时，善词令，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其文学作品时在《东

方杂志》发表。江山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江山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76 页; 谢颂羔:《我如何得有今日( 回忆与忏

悔) 》，广学会 1938 年印行，第 42 页。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记录》( 1930 年 7 月 22 日) ，《浙江党务》第 98 期，第 17 页; 汪东林:《江山儒

商王寿昌》，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4—25 页; 毛晓中、朱云亨:《民国时期的江山报刊》，《衢州文史资料》第 9 辑，浙江人民

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 页。
《杜隐园日记》，1931 年 7 月 26 日，转引自冯筱才《“中山虫”: 国民党党治初期瑞安乡绅张 的政治观感》，《社会科学研

究》2015 年第 4 期，第 163 页。
1927 年春，平阳在国共合作下工农运动兴起，讼师吴醒玉因不满运动而被农运干部定为“四凶十恶之首”，并身陷囹圄。

4 月 20 日，正值国民党“清党”过程中，国民革命军曹万顺部营长丁振华在闽东拉起 200 多人落草攻打平城，并包围省防军和县署，

平阳陷入兵灾。吴醒玉勾结丁振华镇压党部人员，吴醒玉之子吴鸿基被丁任命为县长。丁部叛乱平定后，清党委员会和党务指导

委员会皆以“勾结丁匪”为名斗批吴醒玉。参见张莉彬《在地方行“党治”: 国民党平阳县党部的政治实践研究( 1926—1937) 》，硕

士学位论文，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2018 年，第 41—54 页。
《县政府奉省政府令关于查封吴球逆产与有关条例不符函复县党部指委会》，1928 年 9 月 27 日，浙江省平阳县档案馆藏，

8 /2 /7 /24—25。
叶溯中:《区分部与党团》，《浙江党务》第 2 期，1928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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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930 年 10 月农村区分部比例高于城镇区分部府县一览表 ( 单位: 个)

府属 属县 合计

衢州 江山( 10) 、龙游( 8) 、常山( 5) 23

杭州 富阳( 11) 、临安( 10) 、昌化( 8) 、於潜( 10) 、新登( 5) 44

嘉兴 嘉兴( 10) 、桐乡( 5) 、崇德( 6) 21

台州 仙居( 8) 8

严州 建德( 11) 、寿昌( 16) 、遂安( 3) 、淳安( 23) 、桐庐( 7) 、分水( 7) 67

金华 东阳( 9) 、永康( 3) 、浦江( 7) 19

温州 永嘉( 16) 、乐清( 10) 、瑞安( 7) 、泰顺( 4) 、玉环( 6) 43

湖州 长兴( 6) 、安吉( 7) 、孝丰( 7) 20

处州 丽水( 10) 、青田( 3) 、松阳( 12) 、缙云( 6) 、庆元( 8) 、景宁( 4) 43

总计 288

资料来源: 国民党浙江省执委秘书处编:《浙江省各县党区图》( 1930 年 10 月) ，浙江省平阳县档案馆藏，8 /3 /82。注: 上述所

有 35 县城镇区分部共 153 个。

颇为巧合的是，以上 35 县大多是 1927—1930 年中共革命活跃的县份，所以分析这一时期浙江中

共革命的发展轨迹或许更有助于理解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的基本情形。相比同时期苏区，中共在浙

江的革命相对迟滞，且革命经历了从杭州、宁波为中心的发达地区向浙西、浙南为中心的落后地区转

移的过程。① 在杭嘉湖宁绍等地，由于经济发达，自耕农比例高，农民可资营生的手段相对较多，愿意

追随中共革命的人较少。而中共浙江省委所要求在杭州、宁波的工人革命又难以实现，因此，自八七

会议后，浙江革命开始向农村、向浙西浙南转移，无怪乎有党员同志抱怨，党已经变成了“农民党”。
然而，金衢严处台温从战略边缘走向中心，并未给浙江革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反，由于

前述国民党在这些地区尤其是农村的发展，中共革命备受国民党势力的压制。1929 年 4 月省委取

消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出特派员对浙西、浙南革命区域进行巡视，然而他们普遍反映，改良主义宣传

对各地民众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如永嘉和永康的民众说“二五减租是好的”，影响很大②; 建德县党

部的反动宣传影响更大，如姚鹤廷在巡视中发现，“县党部的宣传，使得群众发生幻想，群众说，就

是同志也如此———减租是国民党的革命事实，土地陈报是平均地权，也就是共产，村里制是农村自

治”。③

此外，国民党还利用一些自治团体进行宣传。如永康县党部中的“实业社”分子通过组织“百

子会”，并向群众宣传，“永康的 C·P 不是真的，他们‘百子会’将来才是要真的实行共产”; 省党部

从 1928 年开始自上而下组织的村里制更是反动，它能“使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系统化，组织化”，

基于此，巡视员卓兰芳认为，国民党的“改良主义已经收到相当成效”。④ 由于难以从组织上与国民

党进行对抗，中共地方领导人大多希望联络土匪举行武装暴动，或继续隐藏在国民党内，联络某一

地方派系攻击另一派系，以觅得夺取一县政权的机会，这一革命方式在当时革命语境里是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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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王才友《由“社”入“会”: 浙江中共组织嵌入与革命动员的演进( 1925—1934) 》，《中共党史研究》2018 年第 11 期。
《邵天民巡视浙东南各县的报告》( 1929 年 6 月 20 日) ，《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省委文件) 》，第 220—221 页;《姚春归

给中央的报告( C 字通信第一号) ———巡视永康中心县委》( 1929 年 7 月 25 日) ，《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省委文件) 》，第 253 页。
《姚鹤亭的巡视报告———建德的政治、经济及党的工作状况和对于建设浙西临时特委的几点意见》( 1929 年 11 月 10

日) ，《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省委文件) ( 1929 年) 》，第 389 页。
《卓兰芳巡视浙西的报告》( 1929 年 11 月 9 日) ，《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省委文件) 》，第 340—341、359、386 页。



王才友 /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 1927—1931)

“机会主义”。
与国民党基层党部的强势相比，中共浙江革命虽在 1930 年前后经历了红十三军的高潮，却又

迅即在 1930 年 6 月至 10 月遭遇瓶颈。随着浙南“隘门岭惨案”的发生，红十三军主力受到削弱，浙

江革命随即陷入顿挫。而且，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推行的村里制逐渐演变为保甲制度，并成为

1931 年后国民党控制基层和扼杀中共革命的“制度保障”。① 中共浙江革命直至 1935 年粟裕、刘
英率领的挺进师进入浙南后才得以扭转，浙南革命进入另一个高峰，并成为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

支点。②

五、结论

学界既往关于战前国民党组织发展的研究或从宏观角度检讨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或从党政冲

突的角度去分析国民党在 1930 年前后走向“沉寂”的过程。本文以浙江省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为

出发点，将视野下移到地方并关注基层党部的主体性，通过分析 1927—1931 年浙江国民党的发展

历程发现，即便在国民党的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就城乡分布而言确实极不平衡; 但另一方面，

国民党在杭嘉湖宁绍等发达地区和金衢严处台温等落后地区的党务发展又呈现完全不同的态势。
具体而言，从浙江国民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轨迹来看，虽省党部早期党务发展重点着力于杭嘉

湖宁绍等发达地区，但到 1930 年 10 月前后湖州、宁波和绍兴的组织仍发展迟缓。相反，台州、处州

和严州的发展迅速，金衢严处台温等地区实现了组织发展的逆转。同时，通过分析国民党城乡分布

可以发现，全省区党部设在城镇远多于乡村，且区分部和直属区分部的城乡分布虽居伯仲之间，但

考虑到中国城乡版图 90%是农村，党部的城乡差距确实巨大。在印证国民党城乡分布极不平衡的

普遍特征的基础上，还应看到党部在城乡分布的地域差异上也十分明显。杭嘉湖宁绍等发达地区

的区分部和直属区分部城镇虽占优势，但在金衢严处台温等地，尤其严州、处州和温州的农村区分

部和直属区分部优势明显。故“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在浙江金衢严

处台温等落后地区或许不能一概而论。
从组织嵌入地方社会的角度上看，1926 年以后的国民党组织主要是由在外求学返乡的知识青

年凭借地方原有的权力网络组建起来的。尤其在金衢严处台温等落后地区，知识青年依靠县议会、
款产会等地方自治团体，为组织嵌入地方提供了保障和经费来源。在这一过程中，宗族势力、地方

派系或代际传递等要素在不同地区扮演不同的角色。但由此也产生了新旧矛盾和代际矛盾，这些

矛盾在国民政府的权力统摄的过程中演变为形式多样的党政冲突。
不过，浙江的党政冲突在杭嘉湖宁绍和金衢严处台温的地区差异仍旧明显。在发达地区，由于

受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党嵌入基层的深度及其影响力相对较小，故而在党政冲突中势力经常受

损; 而在落后边缘地区，封闭和落后容易造成强人政治和寡头政治，这对党部嵌入地方确恰好起了

助力作用，且党部借助宗族、地缘等要素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占据上风，从而进一步控制地方社会。
实际上，在抗战时期浙江国民党依旧强势，据有关研究显示，建德、永嘉、海宁、昌化和常山等地的县

党部书记长多为大地主，县长在县政实施中往往受到党部的掣肘，这一局面甚至一直延续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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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97 页。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州市委党史办公室、浙江省档案馆编:《浙南———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中共党史

出版社 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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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夕。①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浙江国民党的发展显然有其他各省难以企及的优势，如拥

有众多高层政治精英、靠近政治中心以及毗邻上海等。然而无论如何，政党“嵌入”过程始终离不

开对地方社会原有权力网络的借助。本文对浙江国民党基层党部“嵌入史”的分析也许能为学界

考察国民政府其他省区提供一些思考空间。这些省区的政党“嵌入”呈现何种区域特征，借由何种

要素嵌入地方，党政关系又如何，都值得深入讨论。

( 责任编辑: 胡永恒)

《女界之兴起———晚清天津女子教育与女性形象建构》
秦方著，中华书局 2019 年 9 月版，48 元

庚子事变后，在开民智、开女智的诉求下，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得以迅速发展。本书以晚清以来天津

37 所女学、1000 多名女教习和女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从创办女学到建构“女界”的历史进程。作

者认为，女子教育不只是校园内师生之间传递知识的行为，也是包括士绅在内的各类参与者重新探索

社会规范、确立自我认同的场域。一方面，参与者们赞誉女学之现代性，推崇女教习和女学生的文明形

象; 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动借助传统的性别意识和文化惯例来确立女学的边界。作者通过对各种画报

图像的细致分析，展示了男性创作者塑造新女性形象时的微妙心态: 他们意图借助画报宣传女学的进

步意义，但又不愿将女学师生过度展现在世人视线中，因此图像里的女性或者不在场，或者背对读者，

或者性别特征模糊。在隐与现之间，女学这一新兴事物在认知层面沉淀下来，成为日常的社会存在。
伴随着女学师生影像在公共空间中的流动，新女性典范形象被不断制造和传播，一个独立的“女界”逐

渐兴起，推动女性逐步从关系性身份向类别性身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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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方新德:《国民政府时期浙江县政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6—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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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Souls in the Ｒectification Movement Huang Daoxuan( 4)…………………………
The Ｒectification Movement had a pivotal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value of this

movement surely was represented in the aspects of political principles，organizational discipline，and ideology，but it also

had long-lasting and general significance in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Party． Through discipline and

normalization，the Ｒectification Movement encouraged party members to willfully make personal choices and conduct

personal lives according to the expectation and standard of the Party，so as to forge“transparant personalities” that

completely open and loyal to the Party． This kind of disciplinary practice was rare even in the communist parties． The
critique of the Ｒectification Movement against liberalism and individualism was not so well known as the critique against

dogmatism and empiricism，but its significance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Taking Ｒisks to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Yang Chongyi’s Career and Life
Zhang Hairong( 2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ssroots Party Affairs of the Guomindang in Zhejiang，1927 －1931
Wang Caiyou( 45)…………………………………………………………………………………

Focusing on the local party organs of the Guomindang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below，the research illustrates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the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Guomindang and explain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grassroots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arty affairs of the Guomindang in Zhejiang in 1927 － 1931 show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even in the core region of the Guomindang’s rule． Moreover，the Guomindang party organs behaved
differently in the economically more advanced areas such as Hangzhou，Jiaxing and Huzhou and the less developed areas

such as Jinhua and Quzhou． The summarization like“Party existing on the top，but not at the bottom”and“Party existing

in the cities，but not in the countryside”did not apply to everywhere． Local party organs often relied on the old-style local

councils，lineages and local cliques to penetrate the local society． This became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local party

organs to imbed in the local society in the less developed areas． In contrast，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Guomindang in

the economically more advanced areas was much weaker than that in the less developed areas，where the local party organs

were usually more powerful than the local government due to the“strongmen politics”． The history how the Guomindang
was imbedded in the local society in Zhejiang may shed some new ligh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omindang．

The Debates on the Issue of Ethnical Autonomy in Inner Mongol after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in
the Areas Controlled by the Guomindang Yang Siji( 63)………………………………………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odern system of ethnical autonomy underwent a complicated historical process． Its

basic principle was to transform the tribe autonomy in a dynastic empire to the governance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a

modern nation-state so as to reshape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multi-ethnic nation-state． From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in 1945 to the National Congress to make the Constitution in 1946，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

intellectuals，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 Inner Mongol and the Mongolian local elites had a series of debates about the

autonomy of Inner Mongol． Their debates focused on the administrative position of“meng”． The debates appeared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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